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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 Eviews 8 软件中分别采用 OLS 模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和时间个体双固定效

应模型, 对中国中部 36 个地级资源型城市进行分析, 发现时间个体双固定效应模型解释能力最强。在时间

个体双固定效应模型中, 自变量资源依赖度的符号为负且在 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证明“资源诅咒”效应存

在。资源依赖度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制造业投入的影响为负, 制造业投入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实际

人均 GDP 增长率的影响为正。经过综合分析可以得出, “资源诅咒”效应的主要传导机制是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

在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中, 应重视吸引制造业投资, 降低政府对微观经济领域的干预程度, 构建多元化产业

体系, 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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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Eviews8, using the OLS model, individual fixed effect model, time fixed effect model and 

individual-time fixed effect model, “resource curse” effect 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 are analyzed in 36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central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dividual-time fixed effect model is the best. In the 

individual-time fixed effect model,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resource dependence is negative and it’s significant 

at 5% level, which proves that “resource curse” effect really exists. Resource dependence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at 1% significant level.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actual 

GDP per capita at 5% significant level. In conclusion, the main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resource curse” effect 

is crowding out effec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attract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reduce the government's intervention in the 

microeconomic field, and build a diversified industrial system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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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是物质生产活动的重要投入品, 是经

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是国家财富的组成部分。在传统

经济增长理论中, 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工业化起步的

基础和经济增长的保障。近代以来, 英国、法国、

德国、美国、前苏联和中国等国家实现快速工业化

和经济起飞, 都离不开本国丰富的矿产资源。20 世

纪  50 年代后 , 日本、新加坡等资源相对贫乏的国

家经济发展水平步入世界前列, 而撒哈拉沙漠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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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洲、中东地区和南美洲部分自然资源丰富的国

家却发展缓慢, 自然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因此

被质疑。Sachs 等[1–2]和 Auty[3]较早关注并研究这一

现象, Auty[4]首先提出“资源诅咒”的概念, 即丰裕的

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是限制而非有利条件。

此后, 多位学者分别采用初级产品出口值与 GDP 的

比值、初级产品部门的就业比例、人均耕地数量、

能源储量以及资源租占 GDP 的比值等作为资源丰

裕度的替代变量, 通过实证分析, 证明资源丰裕度

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关系普遍存在。国内对“资源

诅咒”现象的研究起步晚于国外, 在研究对象上也有

一定的差异性。国外学者侧重于研究国家层面“资

源诅咒”效应是否存在、“资源诅咒”效应的传导机制

以及如何避免“资源诅咒”效应发生等, 而国内学者

的研究则集中在省际或城市层面是否存在“资源诅咒”

效应、“资源诅咒”效应的传导机制以及源型产业占

主导的区域如何进行转型[5]。 

1  相关研究 
大部分国内学者通过实证研究 , 验证了“资源

诅咒”效应的存在 , 但也有一些学者对“资源诅咒”

效应提出了质疑。在实证研究的方法上, 绝大部分

是采用省级层面或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建立模型 , 

进行回归分析 [6–9]。在指标的选取和度量上 , 不同

学者存在一定分歧 , 如对于衡量自然资源丰裕度

(或资源依赖度)的指标, 徐康宁等[10–11]采用地区的

能源储量数据, 胡援成等[12]选取采掘业投资占固定

资产投资比, 段利民等[13]、黄悦等[14]和张在旭等[15]

选取采掘业从业人员比重等。对“资源诅咒”效应的

质疑分为理论和实证两方面, 张贡生等[16]从自然资

源的基本概念入手, 列举多种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认为中国西部地区落后于中东部地区是多种因素共

同造成的 , 中国内部并不存在“自然资源诅咒”效

应。丁菊红等 [17]和靖学青 [18]分别根据城市面板数

据和省际面板数据建立模型, 发现“资源诅咒”效应

不明显或者不能成立。孙大超等 [19]同时考虑资源

丰裕度和资源依赖度, 利用省际截面数据构建联立

方程模型, 认为“资源诅咒”假说在中国区域经济层

面是否成立值得商榷。颜锋 [20]利用省际面板数据

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发现自然资源丰裕对经济增长

的直接效应是正向的, 但自然资源开采的间接效应

会阻碍经济增长, 总体上自然资源开采对经济增长

效应是负向的。 

目前对“资源诅咒”效应传导机制的解释主要有

以下几种。1) “挤出”效应 , 即经济资源集中在资

源产业 , 影响制造业等产业的发展和政府在教育、

科研和创新等方面的投入 [21–23]。2) “荷兰病”效应, 

即资源产业较高的利润会导致经济体内收入水平和

要素成本提升, 导致汇率升高和出口率下降, 不利

于经济长远发展[24–25]。3) 资源产品价格效应: 自然

资源价格弹性和供给弹性较小, 资源价格波动较大, 

使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导的经济体面临较大的不确定

性 , 降低了社会投资意愿 ; 同时 , 随着技术进步 , 

资源等初级产品相对于工业制成品的价格逐渐降

低, 导致资源富集地区拥有的资源价值相对降低[26]。

4) “制度弱化”效应: 在法律不健全、产权制度不合

理的情况下 , 资源产业被少数人控制 , 行政腐败 , 

贫富差距增大, 社会矛盾激化, 使该区域缺乏和平

安定的建设环境[27–29]。 

尽管国内“资源诅咒”实证研究的数量和质量不

断提高, 在地区层面的研究中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1) 研究对象的问题。中国各省都具有较大的

面积、人口和经济规模, 产业门类也相对齐全。根

据近年的《中国经济统计年鉴》, 绝大部分省份以

采掘业为代表的资源型产业所占的比例已经较小 , 

因此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也较小。如果将省份作

为研究对象, 则不能凸显资源型产业对区域经济发

展的重要作用。同时, 除采掘业外, 资源型产业还

包括森林资源型产业等, 而在统计年鉴中, 森林资

源型产业数据包含在第一产业数据中, 无法进行单

独分析, 也会对分析结果造成影响。从地理学角度

看, 各省之间在自然条件上的巨大差异也使得笼统

的经济分析缺少说服力。在城市层面, 矿产和森林

等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加工是资源型城市的主导产业, 

在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 部分

资源型城市因资源枯竭、资源价格波动以及资源开

采造成环境破坏而导致的社会经济问题也比较突

出[30–31]。目前, 国家对森林资源型城市和以采掘业

为主的资源型城市进行了分类, 使得有针对性地分

析以采掘业为主导的资源型城市中“资源诅咒”效应

是否存在成为可能。目前, 有的城市层面的“资源诅

咒”效应实证研究没有区分森林资源型城市或采掘

业为主的资源型城市[14], 有的着重研究某类资源型

城市(如煤炭产业主导的、石油产业主导的资源型

城市)是否存在“资源诅咒”效应, 采用的指标却是整

个采掘业的人数或者产值等 [15]。考虑到森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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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城市的特殊性、矿藏种类的多样性和伴生性, 其

指标度量和模型估计结果存在疑问[32]。 

2) 自然资源丰裕度和自然资源依赖度的区别

及指标度量问题。自然资源的丰裕度指地区内自然

资源储量和种类的丰富程度, 或指自然资源的总价

值。由于勘探业和采掘业的技术进步、政府和企业

在探勘方面的不断投入以及资源产品价格的变化 , 

同一地区不同时间的矿产种类、储量和市场估值等

波动很大 , 造成该指标在实际研究中无法准确度   

量[32]。可以通过采掘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

资总额的比例、采掘业职工收入占地区职工总收入

的比例、能源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等指标 , 

度量一个地区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这些度量指

标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 即将资源依赖度表示为一

个与 GDP 高度相关的经济变量的相对值。当一个

地区的  GDP 数值较大时 , 容易被认为资源相对贫

乏。当被解释变量是人均 GDP 或 GDP 的增长率时, 

研究中可能存在“内生性”的问题[33]。有的研究采用

能源产量度量地区资源依赖度, 也存在低估一些能

源产量较低而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产量较高地区

资源依赖度的问题。借鉴上述研究, 采用采掘业从

业人员数占城市总从业人员数比例来表示资源型城

市对资源型产业的依赖性, 可以较好地解决指标度

量的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 本文以中国中部地区山西、安

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 6 个省的地级资源型

城市为研究对象, 综合考虑资源型城市的资源依赖

度和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其他常见因素, 建立计量

模型, 在城市层面对“资源诅咒”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并分析“资源诅咒”效应的传导机制。 

2  研究区概况、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根据《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  

—2020 年)》 [34], 中部六省共有资源型城市  74 个 , 

占全国的 28.2%, 其中地级市 37 个, 县级市 27 个, 

县  10 个 , 分别占全国相应级别资源型城市数量的

29.4%, 43.5%和17.2%。由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和财政收入水平较东部地区相对较低, 中部地区

资源型城市在转型过程中要解决的历史和现实问题

多, 而可以动用的资源相对较少, 所以面临的压力

比较大。中部六省均为非沿海省份, 经济发展水平

相 对 接 近 , 年 均 降 水量基 本 上 都在400  mm以 上 , 

自然条件对经济发展的限制作用相对于西部较弱 , 

由省份不同带来的异质性也相对较小。中部六省地

级资源型城市均为以采掘业为主的资源型城市, 避

免了因森林资源型城市与其他类型的资源型城市差

异过大而无法采用同一指标度量的问题; 同时, 因

均为地级市, 与西部部分地级资源型城市为自治州

和盟等地级行政单位相比 , 较容易获得统计数据。

因此, 选取中部六省的资源型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具

有独特优势。马鞍山在 2011 年发生行政区划变化, 

将其从研究对象中剔除①。中部六省 37 个资源型地

级市的行政区划见图 1, 详细名单见表 1。 

2.2  模型设定 
本研究将“资源诅咒”定义为在某一时期内, 对

自然资源开采依赖程度较高的资源型城市, 实际人

均 GDP 增长率低于对资源开采依赖程度较低的资

源型城市。除资源依赖度外, 为了考察其他因素对 

 

图 1  研究对象所处区域行政区划图(2008 年) 
Fig. 1  Regional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map (2008) 

 

① 2011 年, 安徽省撤销地级巢湖市, 将其行政区域划归合肥、芜湖和马鞍山三市管辖。除马鞍山市外, 中部的 36 个地级资源型城市在

2005—2014 年间行政区划边界均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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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部六省地级资源型城市 
Table 1  List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central China 

省份 地级资源型城市 

山西 大同市, 朔州市, 阳泉市, 长治市, 晋城市, 忻州市, 晋中市, 临汾市, 运城市, 吕梁市 

安徽 宿州市, 淮北市, 亳州市, 淮南市, 滁州市, 马鞍山市, 铜陵市, 池州市, 宣城市 

江西 景德镇市, 新余市, 萍乡市, 赣州市, 宜春市 

河南 三门峡市, 洛阳市, 焦作市, 鹤壁市, 濮阳市, 平顶山市, 南阳市 

湖北 鄂州市, 黄石市 

湖南 衡阳市, 郴州市, 邵阳市, 娄底市 

 
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还需设置一系列的控

制变量, 见表 2。参照文献[1−2]的研究方法, 考虑

到城市层面不存在资源产业发展导致货币升值等因

素和数据的可获得性, 选取物质资本投资水平、人

力资本投入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政府干预度

和制造业投入水平等作为控制变量。 

为考察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并验

证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是否存在“资源诅咒”效应 , 

本文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0 1 1GROWTH LNGDPPCi i
t t      

          2 3 ,RDi i i
t t tZ     (1) 

GROWTH 表示实际人均 GDP 增长率, LNGDPPCt1

表示滞后一期实际人均 GDP 的自然对数, RD 表示

资源依赖度, Z 为将要加入的其他控制变量所组成

的向量集, i 为资源型城市, t 代表年份, 0 为常数

项向量, 1 , 2 3 和 为系数向量, μ 为随机扰动项。 

将各控制变量添加到式(1)中, 可得最终的回归

方程如下:  

 0 1 1 2GROWTH LNGDPPC RDi i i
t t t        

         3 4 5FAI HC FDi i i
t t tI       

      
6 7GI MANUi i i

t t t    。 (2) 

为考察资源型城市中自然资源开发影响经济增

长的路径, 建立以下回归方程, 以便识别资源开发

与各个因素之间的传导关系:  

 0 1RDi i t
t t iZ      , (3) 

其中, 被解释变量 Z 表示可能成为“资源诅咒”传导

途径的变量向量集 , 0 表示常数项 , 1 表示待估参

数, ε 为随机扰动项。 

2.3  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面板数据计量方法对

时间序列的要求 , 本文研究的时段确定为  2005—

2014 年。研究所用数据主要来自 2015 年《中国统

计年鉴》和 2006—2015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个别缺失数据利用城市统计公报加以补充。实际人

均 GDP 是根据通货膨胀率, 将各年度人均 GDP 统

一折合为  2005 年人民币币值后 ,  计算得到的人

均  GDP 数额。计算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时 , 先根据

当年度美元对人民币平均汇率, 将美元计价的外商

实际投资折合成当年度人民币数值, 然后除以当年 

表 2  变量描述 
Table 2  Description of variables 

变量名 含义 计算方式 

GROWTH 实际人均 GDP 增长率 (本年度实际人均 GDP/上年度实际人均 GDP)-1 

LNGDPPC 实际人均 GDP 的对数值 LN (上年度实际人均 GDP) 

RD 资源依赖度 采矿业单位从业人员数/总单位从业人员数 

FAI 物质资本投入水平 固定资产投资/GDP 

HC 人力资本投入水平 教育支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 

FDI 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外商直接投资/GDP 

GI 政府干预程度 地方财政一般可能预算内支出/GDP 

MANU 制造业投入水平 制造业单位从业人员数/总单位从业人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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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GDP。由于同年度的 GDP、财政收入、固定资产

投资、地方一般财政支出和教育财政支出等计价单

位相同, 因此不再采用通货膨胀率将这些数据折合

为基期数值。 

3  结果分析 
3.1  “资源诅咒”效应存在性分析 

在EViews 8 中 , 首先采用  OLS 模型对包含所

有变量的整体计量模型进行估计, 发现整体拟合优

度较低, 推测是忽视时间因素和个体因素所致。然

后, 利用  Hausman 检验来确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

是随机效应模型。Hausman 检验 P 值小于 0.05, 拒

绝随机效应模型假设,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依次采

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和时间个

体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 模型的R2和调

整R2逐渐增加 , 说明考虑个体因素和时间因素后 , 

模型解释力增强。表  3 是采用  OLS 模型、个体固

定效应模型、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和时间个体双固定

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鉴于时间个体双固定效应模型的解释力最强 , 

对回归结果的分析主要依据该模型。LNGDPPC符

号为负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说明对资源

型城市而言, 人均 GDP 越高, 人均 GDP 的增长率

就越低, 这符合通常的预期。RD 符号为负且在 5%

水平上显著, 说明资源型城市的资源依赖程度越高, 

则人均 GDP 增长率越低, 即存在“资源诅咒”现象。

FAI 符号为正但不显著, 说明物质资本投入水平对

资源型城市人均 GDP 的增长具有不显著的促进作

用。HC 符号为负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说

明资源型城市人力资本投入水平对资源型城市人均 

GDP的增长具有负向作用, 这与通常文献中得出的

结论有所不同。考虑到资源型城市在人力资本方面

的投入主要在中等教育及以下阶段(资源型城市一

般不负责本市高等院校的资金), 而中等及以下教

育的人力资本投入在当今社会显然不足以改变资源

型城市的发展路径, 所以研究中得出的资源型城市

人力资本投入水平对人均 GDP 的增长率有负向影

响仍然可以理解。FDI 符号为负但不显著, 与很多

文献中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有所不

同, 这与许多资源型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占比较小有

一定关系。GI 符号为负且在 5% 水平上显著, 说明

政府对社会经济干预程度越深 , 人均  GDP 增长率

越低。事实上, 由于资源型城市的特殊性, 很多资

源型城市市场化程度不高, 市场在促进资源配置合

理性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充分,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城市经济增长。MANU 符号为正且在 5%水平上显

著 , 说明制造业的发展对人均  GDP 的提升有促进

作用。 

3.2  “资源诅咒”效应传导机制分析 
为探究资源型城市“资源诅咒”效应产生的原

因, 分别建立物质资本投入水平、人力资本投入水

平、对外开放程度、政府干预程度和制造业投入水

平与资源依赖度的回归模型。考虑到城市之间存在

个体差异和经济发展的周期性, 采用时间个体双固

定效应模型。 

如表 4 所示, 在考虑城市个体因素和经济发展

周期性的情况下, 物质资本投入水平对资源依赖度

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 10%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人力

资本投入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

对资源依赖度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制造业投 

表 3  “资源诅咒”效应存在性估计结果 
Table 3  Estimation results of existence of “resources curse” effect 

变量/模型 OLS 模型 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时间固定效应模型 时间个体双固定效应模型 

LNGDPPC -0.072772*** -0.17486*** -0.023606 -0.485669*** 

RD 0.027808 -0.445274** 0.013843 -0.527227** 

FAI -0.002581 0.056580 0.019666 0.015092 

HC -0.514144*** -0.250467 -0.273294** -0.577778*** 

FDI 0.316551 -0.096342 0.411570 -0.475126 

GI -0.355259** 0.251769 0.062896 -0.561469** 

MANU 0.029790 0.075505 0.039129 0.289930** 

R2 0.189869 0.346119 0.387860 0.609227 

调整R2 0.173759 0.259485 0.359305 0.544521 

注: *, **和***分别表示系数通过 10%, 5%和 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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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资源诅咒”效应传导机制估计结果 
Table 4  Estimation results of “resource curse” effect conduction mechanism 

因变量 FAI HC FDI GI MANU 

回归系数 0.397585* 0.077392 0.020445 0.026719 -0.617838*** 

R2 0.861674 0.629226 0.653034 0.904115 0.910756 

调整R2 0.84185 0.57609 0.60331 0.890373 0.897966 

 

入水平对资源依赖度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1%显著

性水平上显著。 

结合表 3 和表 4 中的回归结果可知, 除资源依

赖度对资源型城市实际人均 GDP 增长率的直接负

向作用外, “资源诅咒”效应主要传导机制是对制造

业的挤出作用; 同时, 资源依赖度在不同路径上对

城市实际人均  GDP 增长的影响方向并不相同 , 如

图 2 所示。 

由于资源产品价格弹性和供给弹性低的特点 , 

当资源型产品价格上升时, 市场上对资源型产品的

需求下降会比较明显, 而当资源型产品价格降低时, 

资源型城市中的资源开采企业却由于设备专用性、

避免资金链断裂和政府保增长保税收的压力等原因

继续生产, 产量下降不明显, 这就使得资源型城市

在市场贸易中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尽管我国在迅

猛的经济发展中对资源需求量巨大, 资源市场一度

出现“供需两旺”的繁荣景象, 但当国际金融危机发

生后, 许多以资源型产品为主的城市便陷入危机之

中。在中部六省中, 山西省因为资源型城市多、资源

种类相对单一以及资源依赖度高, 受到的冲击最明

显。同时, 随着技术的进步, 产品向着“轻、薄”的方

向发展, 单位产品资源的使用量有减小的趋势, 大

宗资源产品的长期价值有下降的趋势。这是资源依

赖度对资源型城市实际人均 GDP 增长率产生直接

负向作用的原因。 

资源开采具有较高的利润, 容易吸引投资流向

资源型产业。资源收入带来的城市收入水平和要素

成本的提高, 也使得制造业发展在资源型城市面临

困难。在目前的中国经济中, 制造业占据重要地位, 

且有明显的增长势头。资源型城市资源依赖度越

高, 制造业发展面临的困难越大, 城市转型发展的

困难也越大。表 3 中制造业投入水平在 5%的显著

性水平上对城市实际人均  GDP 具有正向作用 , 而

表 4 中资源依赖度对制造业投入水平在 1% 显著性

水平上具有负向作用。从系数的显著性水平和制造

业的重要地位可以看出, “资源诅咒”效应的主要传

导机制是对制造业的挤出作用。 

资源开采对城市实际人均 GDP 增长在不同路

径上的影响不同,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由于资

源型产业需要较多的前期设施投入, 资源型城市的

资源开采会促进物质资本投入水平提高, 因而有助

于促进城市实际人均  GDP 的增长 , 即资源开采通

过物质资本投入水平对城市实际人均 GDP 的影响

是正向的。2) 资源开采对资源型城市人力资本投

入水平、人力资本投入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和

政府干预程度有正向影响 ,  但是人力资本投入水

平、人力资本投入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和政府

干预程度对资源型城市实际人均 GDP 增长有负向

影响, 也就是说, 资源开采通过这 3 个因素对资源

型城市实际人均 GDP 增长的影响是负向的。3) 资 

 

图 2  资源型城市“资源诅咒”效应传导机制 
Fig. 2  Conduction mechanism of “resource curse” effect in resource-based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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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开采会通过对制造业的挤出作用对实际人均 GDP

增长起负向作用。 

本研究发现, 资源依赖程度的提升未对人力资

本投入水平产生负面影响, 这与一些研究中的结论

不同。一个可能的解释是, 资源依赖度较高的城市

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例较高 , 政府有更多资金可

以投入到教育中, 从而使得本市青少年接受较好的

初等和中等教育。这样做虽然对本市经济发展并没

有正面影响, 但为本市下一代人积累较高的人力资

本奠定了良好基础, 使他们可以在未来竞争中获得

优势, 因此仍然是明智的。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采用 2005—2014 年间中国中部 37 个地级

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 , 在  EViews 8 软件中分别

采用  OLS 模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时间固定效

应模型和时间个体双固定效应模型, 对资源型城市

“资源诅咒”效应进行检验, 并分析“资源诅咒”效应

的传导机制, 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1) 在综合考虑城市人均经济水平、物质资本

投入水平、人力资本投入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

平、政府干预程度以及制造业投入水平等控制变量

的情况下, 资源依赖度的提升会降低城市实际人均

GDP 的增长率, 中国中部 37 个资源型城市存在“资

源诅咒”效应。 

2) 在控制变量中 , 上年度实际人均  GDP、人

力资本投入水平、政府干预程度和制造业投入水平

对城市实际人均  GDP 增长的影响较显著 , 其中制

造业投入水平对对实际人均 GDP 增长有正向影响, 

而人力资本投入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的增加对实际

人均 GDP 增长有负向影响。物质资本投入和外商

直接投资分别对经济增长有正向和负向影响, 但都

不显著。 

3) 从传导机制上看, 除资源依赖度对资源型城

市实际人均 GDP 增长率的直接负向作用外, “资源

诅 咒 ”效应的 主要 传导机 制是 对制造 业的 挤出 作

用。在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政策的制定中, 应充分

利用自然资源丰富的优势 , 重视吸引制造业投资 , 

优化发展资源深加工业, 提高自然资源产品的附加

值; 资源型城市还可以结合生态环境治理和旅游资

源挖掘, 培养第三产业作为吸纳就业和促进增长的

替代产业。在转型过程中, 资源型城市一方面应当

“有所不为”, 减轻政府对微观经济领域的干预程度, 

为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同时也要

“有所作为”, 即通过合理引导产业集聚发展, 构建

多元化产业体系, 发挥好政府职能作用, 促进资源

型城市转型。 

4) 经济发展变化是一个复杂动态的过程。在

研究期间, 国内外经济形势都有较大的变化, 国际

金融危机、国家政策变化、中国整体经济技术水平

提升和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破坏、贫富差距拉大等

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对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产生

影响。由于这些因素对于单个城市而言难于量化 , 

所以未来在进一步完善统计数据后, 可以将这些因

素加入对“资源诅咒”效应的验证中。 

资源型城市在自身转型发展的任务外, 还有保

障国家资源供应的重要功能。资源型城市在发展转

型过程中, 要严格贯彻《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

展规划(2013—2020 年)》, 对待矿产资源要坚持有

序开发、高效利用、科学调控、优化布局的原则 , 

努力增强资源保障能力, 促进资源开发利用与城市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国家和上级政府部门也应该统

筹协调资源型城市与其他区域在资源开发利益分配

方面的体制性矛盾, 构建保障资源型城市发展转型

的长效机制 , 争取  2020 年基本上完成《全国资源

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 年)》规定的转

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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